
第３３卷　第５期
２　０　１　９ 年 ９ 月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３，Ｎｏ．５
Ｓｅｐ．２　０　１　９

７０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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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与政治制度变革和政治路线变迁相顺应，前３０年的新闻史研究，“革

命史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研究队伍人数较少，研究对象局限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后４０年的新闻史研究，新闻史

的学科地位确立，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新闻本体范式”兴起，研究范式多样化，中国新闻史学会成

立，学术队伍人才济济，学术成果丰硕并走向世界。此后的新闻史研究，须更多负起“资治”“知来”之责，创新研究

范式，填补研究空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史学。

［关键词］新中国７０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学科建设；学术思想变迁；研究范式与成果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７６３（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０７—０９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７０Ｙｅａｒｓ（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ＷＵ　Ｚｈｉ－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Ｚｅ－ｋ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０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ｄ　ｔａｋｅｎ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ｗ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ＨＪＣ）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　ｌ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ｅａｍｓ．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　ｔｏ　ｇｏ　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ｉ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ｆｉｌｌ　ｕ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ａｐ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７０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７０
年的历程。与政治制度更革和政治路线的变迁相顺
应，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两个时期，即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的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中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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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一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３０年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起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党的新闻思想、新闻事

业学习苏联的风气和历史研究的特点，引领、规范和

影响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一情势纵贯于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

大潮涌起。

延续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思想，已经执政的中

国共产党依然认为，报刊是革命的手段和斗争的工

具。毛泽东指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上层建

筑的一种，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

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报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

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毛泽东看

来，报刊是党组织领导革命与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

具。“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

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广泛、最迅速

地同群众见面。”［１］１４９毛泽东这段论述，明确了报刊

作为新闻媒体在革命斗争与建设中的作用和责任。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新闻界学习苏联蔚然成

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是

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新闻史研究的特

点是“强调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轴，注重

各时期新闻宣传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强调新闻宣传

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以阶级分析方

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２］４０。

１９４９年后的历史学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

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历史研究领域全面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支配地位。“阶级斗争是历史发

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成为唯物史

观的两个基本观点。［３］１７“一切都同革命挂上钩，是

当时的时代特征”。［４］３０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始终

贯穿于历史研究之中。

（一）建国初期１７年的新闻史研究

１．“革命史范式”为主，“政治工具”史学流行

受制于大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主导范式是“革命史范式”。其特点是将新闻

视为革命的工具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史的研

究，阶级立场鲜明，斗争旗帜高扬，“以新闻事业为研

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５］８。主要

研究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宣传动员作用。

在这种“党报本位”代替“新闻本位”的情形下，研究

也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当中，变得单一化、简

单化、经验化［６］２６，疏离了新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政治目的先行”“理论先行”成为常态。学术研

究敌我营垒分明，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结论不以史

料为依据，历史分析不足［７］２４２。“以论代史”，用“政

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８］８７的研究也时有出

现。“文革”十年中，“影射史学”更是粉墨登场。“将历

史或历史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反科学的、为

我所用的古今类比法随意篡改历史，寻找伪证据

……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９］１８改革开放后，这种

“政治工具”新闻史研究才逐渐淡出。

２．成果以教材为主，个案研究和史料整理成果

出现

这一时期，马列学院（即现在的中共中央党校）

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当

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机构。１９５５年，马列学院

新闻班将中国报刊史的教材编写列入工作重点，拉

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序幕［１０］１３５。

新闻史教材成果较多，主要有马列学院新闻班

编写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１９５６年）、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１９５９
年）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１９６６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

新闻事业史讲义》（１９６２年）。这些著作大多受到中

共中央宣传部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革命大旗高举，阶级立场鲜明。上

述成果奠定了社会主义新闻史研究的基础。

个案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李龙牧在１９５８年发

表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

青年〉》、潘梓年等编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１９５９
年）、丁树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

导〉》（１９５８年）。

古代新闻史研究方面，有方汉奇的《谈邸报》

（１９５６年）、《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迫

害》（１９５７年）等。

史料的整理方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

局研究室汇编的三卷本《五四期刊介绍》（１９５９年），

对五四时期的进步报刊史料做了梳理。此外，于上

世纪５０年代汇编成册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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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徐忍寒整理的《申

报七十七年史料》（１９６２年）。

建国初期１７年，新闻史研究以“革命史范式”为

主，对象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报刊。社会主义新闻

史研究由此发端。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停顿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路线在学术

领域大行其道。１９６８年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

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１１］，全面否定

建国以来的新闻工作，新闻史研究就此陷入了长达

１０年的停顿。

二　改革开放至今４０年间的新闻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年，党和政府的政治路线转

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革”结束后，关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浪

潮。承继传统，迎纳国外先进研究理念与方法，学术

研究风帆高悬，百舸争流。１９９２年以后市场经济春

风浩荡，学术发展更是百花盛放，春色满园。

４０年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深植根于中国现

实，统领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术研究。新闻事业是党

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继续得到坚定的贯彻

执行。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

开放云程发轫。从此，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

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新闻真实

性、客观性，新闻指导性、倾向性，新闻工作客观规律

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和探索，深化了新闻理

论研究。同时国门开放，一些新闻学者开始学习和

引介西方传播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信息”“受众”

等观念的引入，威尔伯·施拉姆（Ｗｉｌｂｕｒ　Ｓｃｈｒａｍｍ）

等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等的译介，“为新闻工作

挣脱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机制的束缚，建立一套适合

新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新的新闻观

念和传播机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１２］８。

历史学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

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也

遭到否定。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

都召开，戴逸作了《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

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

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

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

生产斗争［１３］４。这一观点得到学者的广泛支持。此

后，历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等新范式愈出愈新，大幅

推进了历史学的繁荣。

４０年间的新闻史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

阶段。

（一）“革命史范式”式微，新闻史学术地位得以

确立（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１．摆脱“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向“新闻本体范

式”转向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

放步伐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学者们抛弃了“报

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极“左”的新闻观念，乘“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浩荡东风，对新闻史

应该“怎么研究”“研究什么”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

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

京新闻学会新闻史组召集座谈会，探讨“新闻史该如

何编写”的问题。方汉奇提出，“报刊史要有报刊史

的特点，不能写成一般的历史，或写成阶级斗争史、

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报刊史应该打破党报

的框框。”萨空了认为，新闻史研究应该“从实践中来

认识，定框框先入为主不行”［１４］１６８。座谈会强调，新

闻史研究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会议否定了“阶级斗

争”式的新闻史观，开启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

１９８１年７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

闻学会再次举办新闻史研究座谈会。宁树藩明确提

出，新闻史研究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方汉

奇强调“报刊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规律的”［１５］５。在

新闻史的研究内容方面，会议认为，应该以“新闻事

业”为研究对象，把研究报刊“宣传什么”转变到“怎

样宣传”上，从报刊所根据的宣传方针和原则入手，

探讨其宣传手段、策略和效果，进而揭示其背后的规

律。还要从新闻业务如何反应社会舆论、引导社会

舆论的角度着手，深究其所表现出的业务思想、业务

特色等［１６］１１９。上述两次学术会议纠正了极“左”的

错误观念，将新闻史研究定位在新闻历史自身发展

规律，研究目的不再单纯服务于政治和阶级斗争，而

是转向揭示报刊的宣传策略、方法和规律。中国新

闻史研究的“新闻本体范式”开始形成。

在新闻史研究从极“左”到“实事求是”的转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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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方汉奇发表《新闻史是历史的一门科学》，高屋

建瓴地阐明了新闻史的学术地位。“新闻史是一门

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

其衍变规律的科学”［１７］２，这种讲求新闻事业发展规

律的观点很快得到新闻史学者的广泛赞同。１９８７
年，国家科委将“新闻事业”“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中

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事业属

性的认可。随着新闻事业独特性的被认可和尊重，

新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得以凸显。作为新闻学

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

巩固，“新闻无学”的局面被打破［１５］７。经过近十年

的努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得以明确。

２．传播学的传入及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

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

分析 ”［１０］１４０。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在新闻史研究中

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时期的主要成果也大多采

用这一办法。通史、断代史、各类专门史都通过对史

料的考证、分析勾勒出不同时期、不同种类媒体的发

展轨迹。此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虽能将我国新闻事

业的发展路径平铺直叙地呈现，但对外在联系和内

在运行机制的剖析都需要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国外的新理论逐渐受到新

闻学者的学习、借鉴，对现有研究状况的反思和改进

也提上日程。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传播学的影响

在大陆不断扩展，其独特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在学界

引发争论。１９８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

北京召开首届传播学座谈会，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传

播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先进性”［１８］９６，其独特

的调查法、量化研究法等备受关注。然而，由于改革

开放启动不久，极“左”思想流毒尚未肃清，传播学及

其研究方法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１９８４年，传入大

陆仅几年的传播学便被打上“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烙

印，打入学术冷宫。这种情况在１９８６年黄山召开的

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才得以改变。此次会

后，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进

行学术研究，其中不乏新闻史的学者。

３．通史、断代史成果较多，专门史领域得到拓

展，史料整理工作初步展开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新闻通史、断代史研究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成果斐然。

通史成果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方汉奇等编著的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１９８３年）、梁家禄等撰写的
《中国新闻业史》（１９８４年）、李龙牧于１９８５年编写

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复旦大学新闻史教研组在

１９８６年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王洪祥的《中国

新闻史》（１９８７年）等。其中，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

业史稿》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注

重于研究新闻宣传原则和内容的著作，其重心由“宣

传什么”转到“怎么宣传”，观照新闻宣传对社会的作

用，用历史分析代替了历史描述［１０］１３３，堪称新闻史

研究的一次创新。

断代史方面，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于

１９８１年出版，该著作被誉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问世

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１９］７。

１９８３年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则系统梳理

了中国古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古代新闻史的

重要著作。

除了传统的通史、断代史研究外，该时期的新闻

史研究在各类专门史领域也有所拓展。新闻业务史

方面，李良荣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１９８５年）

从历史的角度描绘了中国新闻文体发展的历程，填

补了新闻业务史研究空白。广播电视史方面，则有

北京广播学院、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广播电视局合著

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１９８５年），壮春雨的
《中国电视概述》（１９８５年）以及赵玉明在１９８７年出

版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等。该时期的研究在新闻

思想史、人民军队报刊史、摄影史等领域也有所突

破，主要成果有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１９８７年），黄河、张之华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

（１９８６年）和马运增、胡志川的《中国摄影史》（１９８７
年）。个案研究成果则有张友鸾的《世界日报兴衰

史》（１９８２年）等。

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此一时期得到了加强，新

闻史研究机构、高校和老报人通力合作，创办史料发

表期刊，抢救史料。１９７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

究所创办《新闻研究资料》期刊，为史料性研究提供了

平台。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５年的６年间，该

刊累计发表了近６００万字的史料性文章 ［２０］２５。此期

间，《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天津新闻史料》

等地方新闻史料刊物也陆续创办，汇集了大量的史料

与成果。

综上，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至１９８７年国家科委认

可新闻事业属性，新闻史是一门“历史科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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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位最终确立，“新闻本位”的研究理念成为主流，

新闻史研究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

（二）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研究方法和成果百

花齐放（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１．中国新闻史学会建立

建立学术组织，出版学术报刊，是奠定学术基

础、聚集学术人才、扩大学术影响的关键举措。１９８９
年４月，方汉奇等学者创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获得

民政部批准，该学会是新闻传播学科迄今为止唯一

的一个国家一级学会。新闻史学会一直保持着高频

率的学术交流与座谈活动，不断针对学术理念、研究

方法、研究领域等问题展开研讨，强有力地持续推动

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学术事业的发展。

２．对于新闻史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传播

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

新闻史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反

思新闻史研究的不足。

单波提出将中国新闻史作为一个有机体放入世

界新闻史中加以整体考察，沿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

变”的理论与思路去描述中国新闻业［２１］２０。李彬认

为，传统研究常常“事态确凿而事局朦胧”，尽管微观

研究精益求精，却缺乏对历史的深层透视、宏观把握

和有机分析［２２］３７。在缺乏主体意识和总体性分析的

情况下，新闻史研究也就容易受到政治与社会的影

响，陷入学术怪圈，从而生产出大量同质化的成果。

１９９８年在“９８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宁树藩倡

导，在研究工作中，应该“强化新闻史的主体意识，不

要旁及到思想史、政治史上去，要确立中国新闻史的

总体目标”［２３］３７。

２０世纪末，传播学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得到了

深化。１９９０年，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出

版。尹韵公表示其研究成果受到传播学的启发。他

认为，传播学的发展令新闻学摆脱以往单纯重视报

纸本身源流，而对古代社会其他新闻传播现象关注

不足的束缚，开阔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给学者带来

了思想意识上的新鲜滋养。而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的

史料，也因此获得了新生［２４］３。这部大胆采用传播

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著作，描绘出明代新闻传播事

业的总面貌，还深入剖析了不同社会要素与新闻传

播之间的关系，著作的立体感和时代感丰满。

此时，比较研究法也受到学者的关注。“９８全

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徐培汀提出应该重视中外

比较新闻史的研究。程曼丽则强调“横向比较”研究

方法的重要性，她认为新闻学一方面受到国界限制，

需要适应本国国情；另一方面，新闻学又不受国界限

制，与其他国家共享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因

此，应该运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方法，通过横向

比较的方式将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新闻发展的“点”提

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面”上去，从而确定本国

新闻发展在世界整体发展中的地位［２５］５７。

个案研究法在这一时期亦得到运用。学者通过

对单个案例的细致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案例

透视整个时代的环境与特征。如庞荣棣的《史量

才———现代报业巨子》，由一个人物折射整个时代的

新闻事业面貌。

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专门史、个案史及

史料整理成果丰硕

研究成果方面，１９９２年，方汉奇主持编著的《中

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正式出版。此后，第二、第

三卷也于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９年相继出版。该套著作由

２４个部门共５０位学者共同完成，全书２６３．５万字。

覆盖公元前三世纪至１９９０年共２２００年时间。除报

刊史外，还兼及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漫画、广告等多

个领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

的集大成之作［２６］３２，也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

的一座丰碑。

此外，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纲要》（１９９０
年），刘家林于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中国新闻通史》，方汉

奇、陈业勋等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１９９５
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纲要》（１９９８年）

和丁淦林于１９９８年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

等著作亦是通史类的重要之作。

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１９９０年）、李

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１９９９年）则是古代新

闻史研究的著作。仍专注于报刊史研究的著作则有

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

（１９９０年）、倪延年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１９９３
年）。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１９９２年），

方汉奇、陈业勋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１９４９－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等著作则是深化了现当代新闻史

研究。上述著作为断代史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

础，弥补了诸多学术空白。

专门史和个案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专门史方

面，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广播电视史类著作新作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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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放区广播、当代广播、当代电视等领域的研究

均有收获。其中较为典型的成果有赵玉明的《中国

解放区广播史》（１９９２年）、《中国现代广播简史》

（１９９７年），郭镇之的《中国电视简史》（１９９７年）。

学者还对新闻教育史有所研究，如邱沛篁的《四

川大学新闻系十年（１９８１－１９９１）》（１９９１年）等。少数

民族报刊史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包括白润生的《中

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１９９４年）和特古思朝克

图、王秀兰编写的《蒙古文报刊简史》（１９９９年）等。

个案研究包括党报、资产阶级报刊、著名报人

等，着力“打深井”。其中党报类个案研究成果有四

川日报史编写组的《四川日报四十年》（１９９２年）、廖

永祥的《新华日报纪事》（１９９４年）、陈华鲁的《大众

日报史话》（１９９５年）、王敬的《延安〈解放日报〉史》

（１９９８年）等。资产阶级报刊个案研究则有吴廷俊

的《新记大公报史稿》（１９９４年）。关于报人的有前

述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等。

史料整理方面，有一些资料汇编。１９９１年，《中

国近代报刊名录》问世，将近代中国的报刊名称等信

息进行了系统收录和整理。还有王文彬的《中国现

代报史资料汇辑》（１９９６年）、广播电视简史编辑部

编纂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电影大事记》（１９９７年）

等。地方新闻志撰写也多地开花，如《武汉市志·新

闻志》（１９９１年）和《福州新闻志·报业志》（１９９７年）

等。地方广播电视志有《自贡市广播电视志》（１９９０
年）、《鞍山市广播电视志》（１９９０年）、《吉林省志·

新闻卷·广播电视》（１９９１年）等。一些个案史料也

得到了充分挖掘，如洪惟杰的《戈公振年谱》（１９９０
年）和方蒙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１９２６－１９４９
大事记实录》（１９９３年）等。

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９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三卷本

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齐。这十年是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快速发展期，研究组织成立，研究领域拓展，

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以传播学为代表的研究

理念和方法对新闻史研究冲击强烈。在蓬勃发展的

大趋势下，运用传统方法整理和分析史料的成果也

颇为丰富。

（三）研究方法博采众长，成果开始走向世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１．“社会史范式”等范式引入，广泛汲取西方传

播学和相关学科研究方法

２００２年，吴文虎再次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本

体论”问题。“研究中国新闻史，究竟是建构于研究

新闻本体即事物本身的种种形态及其内在的发展，

还是把新闻依附于有关联的客体（社会发展、革命斗

争等）之中，侧重于以客体解释主体，统管主体，这是

涉及研究取向的重要问题。”［２７］２０８－２０９黄瑚主张，应

该“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

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２８］４４，并以此对中国新闻事

业发展历程重新分期。黄旦强调新闻史研究“本体

意识”的重要性，“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

真正称得上报刊史。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已近百

年，改革开放后新闻史的地位与性质得以明确，但是

诸多成果仍旧受到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忽视了

报刊本身独有的特性。因此，应该强化新闻史研究

的本体意识，并以报刊为主体，探讨其与社会其他因

素之间的联系与内在规律”［２９］５１。吴廷俊认为，新闻

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问题，即在特定的学术

框架下，只是做重复的工作，无法贡献出新的知识与

成果。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学术视野过于呆板、研究

范式单一。［５］５－６新世纪开始后，主体不明、范式单

一、深度不够等问题被学者们深入反思，并逐步得到

解决。

２００７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
《新闻大学》发起了“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

研究现状笔谈”，有力地推进了新闻史研究理论与方

法的创新，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也随之受到广

泛关注和应用。一是社会史范式。李彬在《“新新闻

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一文中阐释了其
“新新闻史”的研究理念，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

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

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３０］４１。在传播

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下，媒介社会学理念也应运而生，

该理念主要关注传媒与社会间的关系和宏观架构，

主张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陈昌凤认为，美国的新

闻史研究结合了社会学的理念，中国新闻史同样应

该重视用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的发

展变迁［３１］４。李金铨主张新闻史要与社会、政治、经

济相结合。比如在剖析“文人论证”时，他提出应该
“将‘文人论证’放在社会史、知识史或政治经济学的

脉络来分析”［３２］２２，将新闻史研究立体化，多方面考

察其与社会其他因素间的内在联系。二是媒介生态

范式。媒介生态范式也是此时期被新闻史学者运用

较多的范式。该范式主张以媒介为中心，在媒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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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内外环境中考察其自身的发展模式。媒介是

新闻史研究的本体对象，所以应该将其当作是具有

生命的主体来看待，而非简单以具有物性的客体视

之［３３］６。三是现代化范式。重点考察媒介与现代化

之间关系的“现代化”范式，也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

使用。

在传播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下，新

闻史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出新。一些年轻学者将访谈

法、内容分析法、量化统计法等运用到研究过程中，

其成果严谨、系统、规范，结论也令人信服 ［３４］。

２００４年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便是将量化统

计法运用到新闻史研究的典型成果。稍后，田秋生

提出运用拉斯韦尔的“５Ｗ”框架来进行新闻史研究，

通过探寻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

播渠道、传播效果等要素来拓展新闻史的研究领域，

将原来被遗忘的人物和事件重新纳入到研究体系

中［３５］８１。口述史学也被学者们广泛接受，这种“倾听

历史”的研究方法扩展了史料的收集范围，抢救了不

少濒临消亡的史料。张昆揭示了媒介批评在新闻史

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

媒介批评已经使传统的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视角”
［３６］１４。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方面，樊亚平关注人物的

职业心态，将社会学的“职业认同”引入到新闻史人

物研究中去，“感知报人的职业理想与困惑，呈现其

职业心态史”［３７］１０３。李金铨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

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论训练，可以借用一

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史料，以此洞察史料

背后的内在联系。建议学者从默顿的“中距理论”中

汲取养分，使其与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３８］２９。还有

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参照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

主义理念，关注中西方文化交流，并以此为参照进行

新闻史的解读。此外，概念史学、心理史学、影视史

学等研究方法在新世纪的新闻史研究中亦受到

重视。

２．《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问世，研究领域扩大，

探索深入，成果多样化且走向世界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宁树藩主持

编写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经过２６年的艰苦

雕琢，该书于２０１８年９月问世。研究涵盖了中国全

部省份自１８２２年至２０００年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

包含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一些史料更是第一次被

整理发掘，堪称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地区覆盖面最广

的著作。

一批基于新史观、新范式和新方法的著作也相

继问世。２００７年，李彬的“新新闻史”著作《中国新

闻社会史》出版，运用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方法对

新闻事业史进行考察，“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

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３０］３９。同年，陈昌

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问世，该

著作透过媒介社会功能视角对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历

程进行考察。２００８年吴廷俊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新

修》诞生，该书重点考察传媒自身的生存状况，将媒

介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视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

展历程。黄瑚基于“新闻本体范式”的研究著作《中

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和王润泽基于“现代化范式”的

著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
（１９１６－１９２８）》也相继出版。王润泽深入考察媒介

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媒介

的作用。其探索颇有新意。

此时段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还跨出国门，在

世界学术圈亮相。２０１３年，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

业通史》英文版由国际知名出版社Ｅｎｒｉｃｈ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
究走向世界。２０１７年，赵永华编写的《在华俄文新

闻传播活动史（１８９８－１９５６）》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出

版社出版发行。２０１８年５月，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出版
了赵云泽和孙萍共同编写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这是国际著
名学术出版机构首次出版中国学者的新闻史研究著

作。论文方面，２０１３年，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主编的文
集收录了郭镇之教授的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ａｄｉｏ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５ 年，何扬鸣的 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 在国际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发表。此
后，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在英文刊物发表的越来

越多。

２１世纪初期，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必

要而重要。徐培汀在２００１年率先发起了对上世纪

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评价工作，其著作《２０世纪中

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２００１年）全面

梳理了上世纪的研究成果、经验及存在问题。

新的研究领域大幅开拓，成果显著。中国共产

党新闻史研究成果有２００４年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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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思想史》，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演变

发展过程。王晓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

（２００９年）和王美芝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研

究》（２０１９年）。图像新闻史研究，主要成果有韩丛

耀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１８４０－１９１９）》（２０１２
年）和《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画报画刊史领域成果有彭永祥的《中国画报画

刊（１８７２－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吴果中的《左图右史与

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１８７４－１９７９）》

（２０１７年）、蒋新平的《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

（２０１２年）。漫画新闻史方面，有胡正强的《中国近

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２０１８年）和甘险峰的《中

国新闻漫画发展史》（２０１８年）。报刊发行体制史的

成果有武志勇的《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

（２０１３年）。网络媒体发展史方面，主要成果有彭兰

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２００５年）。针对

某一地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有陈扬明、陈飞宝、吴

永长的《台湾新闻事业史》（２００２年）、曹立新的《在

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２０１２年）、于凤静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

族新闻传播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等。

３．《新闻春秋》公开发行，史料收集整理规模较

大，成果多

２０１１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公开

出版发行，大大推进了新闻史成果的发表和研究

工作。

史料整理方面，２０１１年国家图书馆发起了“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多种民国新闻史料得以发

掘，其中颇具价值的史料汇编有《民国时期新闻史料

汇编》《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

馆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藏稀见民国史料汇编》等。广播电视史的史

料汇集侧重于特定时期，如赵玉明编写了《日本侵华

广播史料选编》（２０１７年）和《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

编》（２０１７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料的整理，有王

美芝主编的《红色中华社史料》（２０１９年），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通讯社———红色中华社发表

过的新闻稿件及相关文书等集合成册。２０１９年武

志勇主编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史料汇编》（８
册），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料做了系统梳理，集党

的新闻政策史料之大成。

新世纪的头１９年，“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

引入，研究方法更趋丰富。研究成果用多种语言发

表。中国新闻史学会至今已经拥有２２个分会，团体

会员１００余个，个人会员３００余人，研究机构壮大，

研究人员增多。《新闻春秋》公开发行。是中国新闻

史研究发展的最好时期。

三　结　语

纵观７０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愈来愈

繁荣的进程。新闻史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和重视，

成为新闻学科的主要分支。研究范式，由“革命史范

式”而“新闻本体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及多种范式

并存；研究方法从传统历史学的归纳和逻辑分析，而

广泛汲取、借用西方传播学、社会学和现代史学的理

论框架、分析工具；研究领域，由革命报刊而新闻传

播的方方面面；研究队伍，在中国史学会的大旗下，

人才济济，并搭建起《新闻春秋》这个学术发表和讨

论平台；研究成果，则繁花耀眼，走向世界。

回顾过往，瞻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仍需在以

下方面有更多作为，以推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拓展

和深化。

一是弘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肩负“资治”和“知

来”的重要责任。新闻传播活动，关涉舆论的引领，

社会的沟通，民众的动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自新

闻传播活动产生，至新媒体渗透进生活的角角落落，

从新闻传播观、新闻传播政策、新闻传播事业到新闻

传播实践，皆有值得总结的规律、学习的经验和深刻

汲取的教训。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也。”强调史学家应尊重历史事实和规律。

新闻史研究也应该直面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

训，以镜鉴当下，预测未来。

二是广泛汲取新闻传播学和历史学及相关学科

的最新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范式。世界新闻

传播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也同

样如此。新闻史研究应该继续通过向外借取资源，

创新更加丰富多彩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范式和

方法。

三是积极填补当下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和缺欠之

处，持续拓展研究领域。研究面向广阔、研究成果丰

硕的情况下，新闻史研究仍有一些领域，少有研究者

涉足或探讨，诸如科技新闻传播史、民众动员史、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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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交流史等等。这也是新闻史研究的富矿所在。

四是立足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际，建立中国

特色的新闻史学。２０１９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致信希望广大历史研究

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

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中国新闻史学建设亦当如此。新中国

成立以来，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这是最基本的中国

特色。基于此的中国新闻史理论建设和学术实践还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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